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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呈现明显

下降趋势， 而同期女性议价能力则出现上升趋势。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女性议价能力与家庭

储蓄行为的理论模型， 从家庭内部权力分布的视角分析中国国民储蓄率下降的原因。 本文

使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五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女

性议价能力的提升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规模。 女性议价能力作用于家庭储蓄行为的机制包

括教育支出、 社会网络以及移动支付。 本文结论丰富了女性议价能力影响家庭储蓄决策的

理论框架， 提供了探讨国民储蓄率变化和制定关注家庭内部不平等、 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

制公共政策的微观机制和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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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储蓄与消费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民储

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后， 中国国民储蓄率一直呈现上升

趋势， 从 ２０００ 年的约 ３８％上升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５１􀆰 ８％ 。 尽管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刺

激消费， 但 ２０２１ 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为 ４６％ ， 仍远高于其他经济体 （见图 １）。 高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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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低消费率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特征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储蓄率过高会造成内需不

足， 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下， 如何进一步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引导

居民做出最优的储蓄决策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图 １　 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国民储蓄率 （１９９０ －２０２１ 年）

注： 国民储蓄率 ＝ 国民总储蓄 ÷ 国民可支配总收入 × １００％ 。
资料来源： 根据万得 （Ｗｉｎｄ） － 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到。

随着越来越多社会实践和文献探讨妇女在促进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人们

逐渐认识到妇女在家庭内决策的偏好和影响力会影响经济产出。 从微观层面上， 居民

的消费、 储蓄行为是家庭内部决策。 传统观念中， 一方面女性倾向于降低家庭储蓄将

更多的家庭资源用于家庭基本需求和子女教育投入。 另一方面， 女性的风险偏好程度

较低而更倾向于储蓄。 因此， 性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个人偏好差异和家庭内部的

议价能力影响经济决策 （Ｄｏｓｓ， ２００６）。 家庭经济决策的性别差异会影响宏观经济的主

要组成部分， 如总储蓄或总消费 （Ｓｔｏｔｓｋｙ， ２００６）。 由图 １ 可以看出， 虽然相比其他国

家中国国民储蓄率始终处于高位， 但在 ２０１０ 年后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而同时期女性议

价能力呈上升趋势 （见图 ２）。 那么女性议价能力的提升是否可以解释中国储蓄率下降

的事实呢？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共 ５ 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 从微观家庭层面

研究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了

拓展。 首先， 本文使用较新的研究视角， 将家庭内部权力不平等作为切入点， 为家庭

集体决策模型提供了中国的经验证据， 同时也为基于性别行为差异研究宏观经济的影

响因素提供了参考依据。 其次， 本文在研究内容上进行了扩展。 多数研究仅从宏观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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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国民储蓄率与女性议价能力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９ 年）

注： 国民储蓄率 ＝ 国民总储蓄 ÷ 国民可支配总收入 × １００％ ； 女性议价能力定义为妻子收入占夫妻总收

入的比重 （％ ）。
资料来源： 根据万得 （Ｗｉｎｄ） － 世界银行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度研究女性议价能力对储蓄率的影响， 鲜有学者从微观家庭层面研究家庭内部议价能

力对家庭储蓄决策的影响。 现有研究关于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机制尚不清

晰， 本文丰富了女性议价能力影响家庭储蓄决策的理论框架。 最后， 本文选择社区其

他家庭女性议价能力的均值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工具变量， 有效缓解了潜在的内生性

问题， 提高了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为： 第二部分梳理相关文献； 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 第四部分

是实证模型设定与相关变量解释说明； 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 包括内生性考量、

稳健性检验以及异质性分析； 第六部分是机制分析； 最后是结论与对策。

二　 文献综述

（一） 衡量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文献

现有研究通常将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及社会地位指标作为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 如

相对收入 （齐良书， ２００５）、 带入婚姻的资产份额 （Ｄｏｓｓ， ２００６）、 特殊项目转移给女

性的现金 （如针对女性的小额信贷）、 职业类别 （Ｃｏｈｅｎ， １９９８） 等。 首先， 增加经济

资源可以显著改善女性的经济地位、 提高女性的议价能力， 进而影响家庭内部决策的

性别结构。 其次， 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和政策制度

·９５·

邹　 薇　 尹文玺： 女性议价能力与家庭储蓄行为



的影响。 Ｋｒｉｔｚ ＆ Ｍａｋｉｎｗａ⁃Ａｄｅｂｕｓｏｙｅ （１９９９） 在对尼日利亚的研究中发现， 与来自卡努

里族的妇女相比， 来自约鲁巴族和伊博族的妇女享有更大的决策权。 Ｃａｌｖｉ （２０２０） 使

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 《印度继承法修正案》 这一外生冲击对女性营养健康的影响。 该

修正案通过赋予女儿继承其出生家庭财产的权利， 使女儿拥有和儿子相等的继承权，

这无疑加强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议价能力。 研究结果发现修正案施行后女性的身体

质量指数 （ＢＭＩ） 和贫血情况均有所改善。 第三， 将女性在家庭重大决策上的话语权

作为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 （殷浩栋等， ２０１８； Ｂｏｏｙｓｅｎ ＆ Ｇｕｖｕｒｉｒｏ， ２０２１）。 已有文献一

般使用多个决策指标， 但多种指标共同使用并不能反映家庭议价能力， 其中一些指标

的准确性受到质疑。 Ｄｏｅｐｋｅ ＆ Ｔｅｒｔｉｌｔ （２０１９） 的研究表明， 由于性别歧视， 女性在儿童

上的支出有更强的偏好。 第四， 性别比例。 性别比 （定义为人口中男性与女性的人数

之比） 反映的是婚姻市场中男性和女性的相对供给， 女性数量相对稀缺使家庭权力向

有利于女性的方向转移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８１）。 其他指标诸如受教育程度 （宁满秀、 罗晴，
２０１５）、 家庭暴力 （Ｂｈａｇｏｗａｌ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第一个孩子的性别 （Ｌｉ ＆ Ｗｕ， ２０１１）、

外貌吸引力 （王群勇、 赵玮， ２０１９；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Ｓｃｈｍｉｔｔ， ２０２０） 以及参与社会

活动 （陈银娥等， ２０１５） 等也用于衡量议价能力。
有关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研究表明衡量女性议价能力有多种角度。 但女性议价能力

是一个多维度、 多侧面的动态变量， 难以精确衡量 （徐安琪， ２００５）。 因此， 在选择女性

议价指标时， 要充分考虑研究目的， 并解决指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减少模型偏差。
（二） 家庭储蓄行为相关文献

已有文献对家庭储蓄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Ｋｅｙｎｅｓ （１９３６） 首先讨论并确

定了八种不同的储蓄动机， 大多数动机已被纳入生命周期理论。 早期的生命周期理论

将养老动机解释为主要的储蓄动机： 个人在工作时储蓄以平滑退休时消费。 随着研究

的深入， 生命周期理论开始向其他储蓄动机扩展， 其中最突出的是预防性储蓄动机。
预防性储蓄可以解释大部分个人和整体财富积累 （Ｇｏｕｒｉｎｃｈａｓ ＆ Ｐａｒｋｅｒ， ２００２； Ｓｋｉｎｎｅｒ，

１９８８）。 除了个体或家庭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有不同的储蓄动机， 在不同特征群体间储

蓄动机也存在较大差异。 Ｘｉａｏ ＆ Ｎｏｒｉｎｇ （１９９４） 探讨了消费者的储蓄动机与家庭资产

之间的联系。 研究发现低收入消费者更多为日常开支存钱， 中等收入群体更多为紧急

情况存钱， 而高收入群体更多为财富增长存钱。
国内外学者还从金融素养、 人口结构、 收入差距、 房价、 性别差异等角度研究家

庭储蓄。 Ｌｕｓａｒｄｉ （２００８） 的研究解释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储蓄决策的重要性， 并认为储

蓄决策不仅源于终身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 也受到金融素养和信息量的限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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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层面， 性别比失衡会带来竞争性储蓄， 使有儿子的父母积累更多的储蓄以应

对婚姻市场上男性择偶的激烈竞争 （Ｗｅｉ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 流动性约束的增强以及收

入差距的扩大也是高储蓄率的诱因 （甘犁等， ２０１８）。 房价上涨同样会扭曲居民的储蓄

行为 （陈彦斌、 邱哲圣， ２０１１）。 此外， 制度与政治环境也会影响储蓄。 预防性储蓄动

机使收入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国家拥有更高的家庭储蓄率 （Ｂöｒｓｃｈ⁃Ｓｕｐａｎ ＆
Ｌｕｓａｒｄｉ， ２００３）。 从性别差异的视角，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２０００） 的研究发现由于女性相比男性

更长寿， 妻子更倾向于为养老储蓄。 此外， 女性相对男性有更强的遗赠动机和代际利

他主义， 这使她们更有可能为后代存钱 （Ｓｅｇｕｉｎｏ ＆ Ｆｌｏｒｏ， ２００３）。 由于男性的平均收

入高于女性， 也有文献从收入与储蓄高度相关的角度认为男性的储蓄动机更强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 Ｌｕｓａｒｄｉ， １９９６）。 从女性特征角度， 尹志超和张诚 （２０１９） 的研究发现已

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消费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但通过显著提高家庭收入正向影响家

庭储蓄。 相对于丈夫， 妻子的工作收入对家庭储蓄率有更大的正向影响。 女性收入高

的家庭储蓄率较高、 消费支出较低 （Ａｐｐｓ ＆ Ｒｅｅｓ， ２００１）。 根据家庭资源配置理论，
Ｓｅｇｕｉｎｏ ＆ Ｆｌｏｒｏ （２００３） 的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中拥有更大决策权会提高总储蓄率。 但

另一方面， Ｇｉ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发现女性更强的议价能力 （以女性的年龄、 教育程度和

继承期望衡量） 与较低的家庭储蓄有关。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１９９５） 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当女性收入更高时家庭储蓄率会下降。

家庭储蓄领域的研究不胜枚举，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归纳总结， 本文认为现有研

究有以下不足。 从研究视角上， 国内很少有学者从家庭内部不平等的角度解释家庭内

部决策行为， 缺乏对家庭储蓄行为的研究。 事实上， 家庭内部不平等极有可能通过影

响夫妻间的相对议价能力影响储蓄决策。 从研究内容上， 多数研究仅从宏观角度研究

女性议价能力对国家整体储蓄率的影响， 而微观家庭层面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中，
首先， 不同国家女性议价能力对储蓄率的影响并不一致。 其次， 鲜有文献关注女性议

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机制。 结合中国内需不足、 储蓄率较高的背景， 研究夫妻相

对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模型基于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２０００） 提出的两期家庭储蓄决策模型， 该模型

从 “女性比男性长寿” 以及 “妻子比丈夫年轻” 两个特征事实对单一模型进行了改

进， 认为妻子和丈夫存在不同的储蓄偏好。 该模型有 ５ 个基本假设。 第一， 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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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包括妻子 ｗ 和丈夫 ｈ 两名成员的家庭； 存在两个时期： 时期 １ 和时期 ２。 妻子将存

活至时期 ２ 结束， 而丈夫在时期 １ 结束后的生存概率等于 λ （０ ＜ λ ＜ １）， 这是模型

中唯一的不确定性来源。 第二， Ｃ ｔ 是时期 ｔ （ ｔ ＝ １， ２） 公共品的消费。 考虑了生存

概率后， 丈夫在时期 ２ 的公共品消费存在折现因子 λ。 二人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ｕｈ ＝ ｕ

（Ｃ１） ＋ λｕ （Ｃ２） 和ｕｗ ＝ ｕ （Ｃ１） ＋ ｕ （Ｃ２）。 第三， 在时期 １， 丈夫与妻子的收入分

别为 Ｙｈ 和 Ｙｗ， Ｙ ＝ Ｙｗ ＋ Ｙｈ 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 ρ 表示妻子在家庭收入中的份额。

第四， 时期 ２ 的家庭收入为时期 １ 的储蓄。 假设实际利率为零， 因此时期 ２ 的预算约

束为 Ｃ２ ＝ Ｙ － Ｃ１。 第五， Ｐ 和 Ｓ 分别表示为丈夫 ｈ 和妻子 ｗ 的储蓄决策。 二人的效用

函数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ｍａｘＰ ｕ（Ｙ － Ｐ － Ｓ） ＋ λｕ（Ｐ ＋ Ｓ），　 　 ０ ≤ Ｐ ≤ （１ － ρ）Ｙ （１）

ｍａｘＳ ｕ（Ｙ － Ｐ － Ｓ） ＋ ｕ（Ｐ ＋ Ｓ），　 　 ０ ≤ Ｓ ≤ ρＹ （２）

基于上述假设， 妻子的储蓄函数可以表示为①：

Ｓ（Ｐ） ＝ ｍａｘ［ｍｉｎ（ρＹ，０􀆰 ５Ｙ － Ｐ），０］ （３）

而丈夫的储蓄函数表示为：

Ｐ（Ｓ） ＝ ｍａｘ［ｍｉｎ（（１ － ρ）Ｙ，πＹ － Ｓ），０］ （４）

在传统的单一模型中， 由于存在 “收入池” 假设， 贴现因子与储蓄决策独立于家

庭收入分配。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２０００） 的两期模型放宽了收入池假定， 模型中丈夫和妻子用当

前收入为当前 （公共） 消费或储蓄做出贡献。 给定任意 （ ρ， λ， ｕ （·））， 在 （Ｐ，

Ｓ） 处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 且这种非合作博弈的结果是帕累托有效的， 每个帕累托有

效的结果都可以通过某种收入分配进行合理化。

最终， 家庭的总储蓄规模可以表示为：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ｖｉｎｇ ＝ ρＳ＾ ＋ （１ － ρ）Ｐ＾ （５）

其中， ρ （０≤ρ≤１） 表示妻子在家庭总收入中的份额， 代表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议

价能力， 丈夫的议价能力表示为 １ － ρ。 因此由式 （５） 可以看出， 家庭总体储蓄规模不

仅受到家庭总收入的影响， 也同时受到女性议价能力的影响。 ρ 越大， 女性在家庭中的

话语权越大。 当 ρ ＝ １ 时， 即妻子在家庭中是独裁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家庭将完全按

照妻子的偏好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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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假设妻子为独裁者时， 家庭每期消费量设置为 ０􀆰 ５Ｙ； π 为当丈夫为独裁者时其效用最大化

下所选择的储蓄率， 通常 π ＜ ０􀆰 ５。



四　 模型与变量

（一）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关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 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ｖｉｎｇｉｔ ＝ α０ ＋ α１ ｂａｒｇａｉｎ＿ ｐｏｗｅｒｉｔ ＋ Ｘｉｔβ ＋ ϕｃ ＋ φｔ ＋ εｉｔ （６）

在上式中，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ｖｉｎｇｉｔ为家庭储蓄规模。 ｂａｒｇａｉｎ＿ ｐｏｗｅｒｉｔ为核心解释变量女性议价

能力。 Ｘｉｔ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 户主特征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以及宏观经济变量。

φｔ 为年份固定效应， ϕｃ 为城市固定效应， 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二） 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从研究范围看， ＣＨＦＳ 覆盖教育

与就业、 资产与负债、 收入与消费等多项社会热门议题， 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

查。 从研究代表性看， 调查采用三阶段分层、 与人口规模成比例 （ＰＰＳ） 的抽样方式。

最新一轮的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 ２９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数据具有较高的全国代

表性。 下面对关键变量进行解释说明。

家庭储蓄规模表示为去除各项消费支出后的家庭净收入的对数①。 在稳健性检验部

分， 本文还使用家庭储蓄率替代家庭储蓄规模②。 本文使用女性收入占女性及其配偶总

收入的比重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 同时选取女性及其配偶的受教育年限差异

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另一个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男女受教育程度差距不仅反映

了男女潜在收入方面的差异， 也反映了个人效能感和能力方面的差异 （ Ｓｅｇｕｉｎｏ ＆

Ｆｌｏｒｏ， ２００３）。

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 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 年龄

平方项、 性别 （女性 ＝ １， 男性 ＝ ０）、 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 （已婚 ＝ １， 其他 ＝ ０）、

健康状况 （非常好 ＝ １， 好 ＝ ２， 一般 ＝ ３， 不好 ＝ ４， 非常不好 ＝ ５）、 户籍类型 （农业

户口 ＝ １， 非农业户口 ＝ ０）、 对风险规避的态度 （风险规避者 ＝ １， 其他 ＝ ０）； 家庭特

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 失业人口比、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拥有医疗保险人口比

例、 不健康人口比、 家庭住房类型 （自有 ＝ １， 租赁 ／免费居住 ＝ ０）、 家庭总资产、 家

庭总收入； 宏观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所在社区的平均消费水平的对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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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家庭储蓄规模通常为正， 但若家庭存在负储蓄， 则对其绝对值取对数后再取其相反数。
家庭储蓄率 ＝家庭储蓄规模 ／家庭总收入。



为避免缺失值以及异常值带来的偏差， 本文采取以下方式对样本进行处理： 第一，

剔除处于已婚状态以外的个体样本； 第二， 剔除变量存在缺失值和异常值的样本； 第

三， 删除户主年龄小于 １８ 岁， 或大于 １００ 岁的家庭样本； 第四， 剔除总资产为负数的

样本； 第五， 对以人民币表示的相关经济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第六， 对年龄的平方

项进行对数处理。 经上述数据处理过程后， 最终得到 ５ 期非平衡面板数据， 其中 ２０１１

年样本 ３０４６ 户、 ２０１３ 年样本 １０４６６ 户、 ２０１５ 年样本 １２４４５ 户、 ２０１７ 年样本 １９２８５ 户、

２０１９ 年样本 １５５３２ 户， 总样本量 ６０７７４ 户。

本文给出了相关变量分年份的描述性统计 （见表 １）。 表 １ 显示， 已婚家庭中女性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低于男性。 观察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的变化有以下发现。 首先， 家

庭中女性与其配偶的性别工资差距逐渐缩小， 女性的收入比例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０􀆰 ７％上升

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６􀆰 ５％ 。 这说明伴随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以及近年来国家针对女性就业

促进政策的实施， 女性在经济社会中 “半边天” 的作用得以彰显， 已婚女性的相对工

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 其次， 家庭中丈夫与妻子之间受教育年限差异呈现缩小趋势，

妻子与丈夫受教育年限差异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９２３ 年降低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０􀆰 ８５０ 年。 这一定程

度上说明近些年中国促进男女平等与妇女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逐步改善。 最后， 家庭

平均储蓄规模也在近 １０ 年有轻微增幅。

表 １　 分年份的各变量均值

变量名称 全样本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９ 年

家庭储蓄规模 １０􀆰 ３８１ ９􀆰 ９４７ １０􀆰 ２２０ １０􀆰 ３９３ １０􀆰 ５１３ １０􀆰 ４０１
家庭储蓄率 ０􀆰 ２９７ ０􀆰 ３５０ ０􀆰 ２９４ ０􀆰 ２９９ ０􀆰 ３３１ ０􀆰 ２４４
女性议价能力 ０􀆰 ３５５ ０􀆰 ３０７ ０􀆰 ３１９ ０􀆰 ３２０ ０􀆰 ３６４ ０􀆰 ３６５
受教育年限差异 － ０􀆰 ８６４ － ０􀆰 ９２３ － ０􀆰 ８６４ － ０􀆰 ８０４ － ０􀆰 ９０６ － ０􀆰 ８５０
户主年龄 ５２􀆰 ０２３ ４６􀆰 ０６１ ４９􀆰 ９５６ ４７􀆰 ４００ ５４􀆰 ４２５ ５５􀆰 ３０９
户主性别 ０􀆰 ２１４ ０􀆰 ２６３ ０􀆰 ２４５ ０􀆰 ２２６ ０􀆰 １６８ ０􀆰 ２３３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１０􀆰 ３２６ １０􀆰 ２２１ １０􀆰 ５８６ １０􀆰 ３４５ １０􀆰 ２６１ １０􀆰 ２３７
户主婚姻状况 ０􀆰 ９８８ ０􀆰 ９９３ ０􀆰 ９９０ ０􀆰 ９８３ ０􀆰 ９８８ ０􀆰 ９８９
户主健康情况 ２􀆰 ５８３ ２􀆰 ２７６ ３􀆰 ０８７ ２􀆰 ４４４ ２􀆰 ４５６ ２􀆰 ５７６
户主户籍类型 ０􀆰 ３７８ ０􀆰 ４２９ ０􀆰 ２９８ ０􀆰 ４４７ ０􀆰 ３６８ ０􀆰 ３８１
风险规避态度 ０􀆰 ４１０ ０􀆰 ３７４ ０􀆰 ３９６ ０􀆰 ４０２ ０􀆰 ４１８ ０􀆰 ４４６
家庭规模 ３􀆰 ３９４ ３􀆰 ５９６ ３􀆰 ４１４ ３􀆰 ７１７ ３􀆰 ２７４ ３􀆰 ２３０
失业人口比 ０􀆰 ２６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０ ０􀆰 ３６４ ０􀆰 ４９２
少儿抚养比 ０􀆰 １１１ ０􀆰 １３５ ０􀆰 １１５ ０􀆰 １２９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１
老年抚养比 ０􀆰 １６９ ０􀆰 ０６７ ０􀆰 １２８ ０􀆰 ０６０ ０􀆰 ２１６ ０􀆰 ２４５
拥有医疗保险人口比例 ０􀆰 ９１４ ０􀆰 ９４２ ０􀆰 ９４０ ０􀆰 ８８４ ０􀆰 ９０６ ０􀆰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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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全样本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９ 年

不健康人口比 ０􀆰 １４０ ０􀆰 ０５９ ０􀆰 ３１６ ０􀆰 ０７３ ０􀆰 １１３ ０􀆰 １２６
家庭住房类型 ０􀆰 ８３９ ０􀆰 ８５７ ０􀆰 ８１１ ０􀆰 ８３８ ０􀆰 ８４５ ０􀆰 ８４６
家庭总资产 １３􀆰 ０８９ １２􀆰 ３９８ １２􀆰 ９８０ １３􀆰 ０２４ １３􀆰 １１４ １３􀆰 ３１８
家庭总收入 １１􀆰 １３７ １０􀆰 ６３８ １１􀆰 ００３ １１􀆰 ０３８ １１􀆰 ２４２ １１􀆰 ２７３
同社区平均消费水平 １１􀆰 ０５６ １０􀆰 ３７５ １０􀆰 ９０７ １０􀆰 ９９１ １１􀆰 ０５９ １１􀆰 ３４０
丈夫受教育年限 １０􀆰 ５３３ １０􀆰 ４２１ １０􀆰 ８２９ １０􀆰 ６２０ １０􀆰 ４２５ １０􀆰 ４２２
妻子受教育年限 ９􀆰 ６６９ ９􀆰 ４９８ ９􀆰 ９６５ ９􀆰 ８１６ ９􀆰 ５１９ ９􀆰 ５７２
样本量 ６０７７４ ３０４６ １０４６６ １２４４５ １９２８５ １５５３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五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通过逐步控制户主特征、 家庭结构特征、 家庭经济特征研究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的影响， 共涉及 ４ 个子回归。 表 ２ 第 （１） ～ （４） 列均表明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总体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 且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女

性议价能力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家庭总储蓄降低 ０􀆰 ２７１％ ， 说明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可

以降低家庭储蓄规模。 这是由于相比男性， 女性更偏好家庭成员可以共享的物品消费，

其支出具有外部性。 当家庭资源受到约束时， 家庭成员的支出偏好存在竞争。 在女性议

价能力更高的家庭， 女性支出偏好可以得到满足， 从而增加家庭教育、 健康方面的投资

（郝晶辉等， ２０２１； Ｑｕｉｓｕｍｂｉｎｇ ＆ Ｍａｌｕｃｃｉｏ， ２００３）， 降低家庭的总体储蓄规模。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家庭储蓄规模

（１） （２） （３） （４）

女性议价能力
－ ０􀆰 ２６６∗∗∗

（０􀆰 １０１）
－ ０􀆰 ２９８∗∗∗

（０􀆰 ０９８）
－ ０􀆰 ３３０∗∗∗

（０􀆰 ０９７）
－ ０􀆰 ２７１∗∗∗

（０􀆰 ０７１）

户主年龄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４）
０􀆰 １４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６）

户主年龄平方项
－ １􀆰 ０９５∗∗∗

（０􀆰 ３６０）
－ ２􀆰 ８００∗∗∗

（０􀆰 ４３９）
－ ０􀆰 ３１６
（０􀆰 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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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家庭储蓄规模

（１） （２） （３） （４）

户主性别
０􀆰 ０８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９）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６５）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 ２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１９６∗∗∗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９）

户主婚姻状况
０􀆰 ０４４

（０􀆰 ２６４）
０􀆰 ３８５

（０􀆰 ２７２）
０􀆰 ３２７

（０􀆰 ２２９）

户主健康情况
－ ０􀆰 ４７０∗∗∗

（０􀆰 ０３１）
－ ０􀆰 ２２３∗∗∗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５）

户主户籍类型
－ ０􀆰 ５０２∗∗∗

（０􀆰 ０７９）
－ ０􀆰 ４２０∗∗∗

（０􀆰 ０８０）
０􀆰 １５５∗∗

（０􀆰 ０６９）

风险规避态度
－ ０􀆰 ３８０∗∗∗

（０􀆰 ０６２）
－ ０􀆰 ３３７∗∗∗

（０􀆰 ０６２）
０􀆰 ２６４∗∗∗

（０􀆰 ０５０）

家庭规模
０􀆰 ２４１∗∗∗

（０􀆰 ０３４）
０􀆰 ４３４∗∗∗

（０􀆰 ０２４）

失业人口比
－ ０􀆰 ５７０∗∗∗

（０􀆰 １０６）
０􀆰 ２８５∗∗∗

（０􀆰 ０９６）

少儿抚养比
－ ２􀆰 １１３∗∗∗

（０􀆰 ２４９）
－ ０􀆰 ４４１∗∗

（０􀆰 １９７）

老年抚养比
－ ０􀆰 ２３４∗

（０􀆰 １３０）
０􀆰 ３４２∗∗∗

（０􀆰 １１２）

拥有医疗保险人口比例
０􀆰 ８１８∗∗∗

（０􀆰 １５１）
０􀆰 ０７６

（０􀆰 １０７）

不健康人口比
－ １􀆰 ８０９∗∗∗

（０􀆰 １４６）
－ ０􀆰 ９９３∗∗∗

（０􀆰 １１９）

家庭住房类型
０􀆰 ５２２∗∗∗

（０􀆰 ０８９）
０􀆰 ７７９∗∗∗

（０􀆰 ０８９）

家庭总资产
－ ０􀆰 ４９９∗∗∗

（０􀆰 ０３１）

家庭总收入
４􀆰 ５５０∗∗∗

（０􀆰 ０４９）

常数项
６􀆰 ２９９∗∗∗

（０􀆰 ０３６）
１０􀆰 １１５∗∗∗

（２􀆰 ０６８）
１７􀆰 ８５１∗∗∗

（２􀆰 ４２０）
－ ３６􀆰 ５２１∗∗∗

（２􀆰 １２６）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６０７７４ ６０７７４ ６０７７４ ６０７７４

Ｒ２ ０􀆰 １４５ ０􀆰 １６３ ０􀆰 １７１ ０􀆰 ４２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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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生性问题

已有文献通常将女性收入占夫妻收入的比重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 但其

存在内生性问题。 第一， 传统的集体模型认为帕累托权重 （或权力平衡） 是家庭决策

的外生因素。 但实际上这种假定存在缺陷， 因为帕累托权重又取决于家庭的选择向量

（Ｂａｓｕ， ２００６）。 第二， 按照妻子收入比例这一指标， 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收入为

零意味着其在家庭的议价能力为零。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不工作是拥有更高议价能力

的女性自我选择的结果 （Ｄｏｓｓ， ２００６）。 为了缓解女性议价能力指标的内生性问题， 本

文参考尹志超和张诚 （２０１９） 的研究选取同社区其他家庭的女性议价能力均值作为女

性议价能力的工具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 ３。 工具变量法 （ＩＶ） 中第一阶段 Ｆ 值大于 １０，

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 ３ 第 （１） ～ （２） 列汇报了 ＩＶ 估计结果： 在解决

了内生性问题后， 女性议价能力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一致。 女性议价能

力 ＩＶ 估计系数绝对值大于基准回归估计系数绝对值， 说明基准回归低估了女性议价能

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负效应。

表 ３　 工具变量法：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女性议价能力 家庭储蓄规模

（１） （２）

同社区女性议价能力均值
０􀆰 ９５２∗∗∗

（０􀆰 ００８）

女性议价能力
－ １􀆰 １５７∗∗∗

（０􀆰 ２３５）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１０􀆰 ４９

样本量 ６０７７４ ６０７７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根据已有文献结论， 夫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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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年限差异也可以代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 因此， 本文使用妻子与丈夫的受教

育年限差异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妻子与丈夫的受教育年限差异越大表

示妻子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越高。 表 ４ 第 （１） 列的结果表明， 使用夫妻间受教育年限

差异作为家庭中女性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时，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总储蓄规模仍然存

在挤出效应， 且回归系数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二种稳健性检验方法是使用家庭储

蓄率代替家庭总储蓄规模。 如第 （２） 列结果显示：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率同样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 妻子收入比例每上升 １ 个百分点， 家庭储蓄率下降 ０􀆰 ０１１ 个百分点。
第三种稳健性检验方法是使用夫妻受教育年限差异和家庭储蓄率同时替换原有变量，
结果显示夫妻受教育年限差异降低了家庭储蓄率水平。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

果一致。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影响的回归结果

家庭储蓄规模 家庭储蓄率 家庭储蓄率

（１） （２） （３）

女性议价能力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受教育年限差异
－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３６􀆰 ４１８∗∗∗

（２􀆰 １１３）
－ １􀆰 ４６４∗∗∗

（０􀆰 １００）
－ １􀆰 ４６３∗∗∗

（０􀆰 ０９９）

样本量 ６０７７４ ６０７７４ ６０７７４

Ｒ２ ０􀆰 ４２４ ０􀆰 ３６９ ０􀆰 ４４２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进一步研究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并采用分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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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从城乡 （户籍为城市 ／农村）、 区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受教育程度 （初

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家庭收入阶层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四个方面分

别探讨。

１􀆰 按照城乡分类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城镇与农村在性别观念、 消费、 储蓄理念等方

面存在差异。 表 ５ 的回归结果显示， 城镇家庭的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 但女性议价能力对农村家庭储蓄的挤出效应不显著。 究其原因， 一方面，

城镇拥有更现代的城市文明和价值观念， 家庭性别观念更开放； 另一方面， 由于农村

家庭资源严重向男性倾斜导致女性权利缺失， 且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 女性在

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思想根深蒂固 （叶普万、 贾慧咏， ２０１０）。 因此农村女性地位和

经济表现与城镇女性差异较大。 随着城镇化和逆城镇化进程加快， 城乡的区域隔阂逐

渐被打破。 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将强化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挤出效应。

此外， 由于近些年全国高储蓄率主要由城镇储蓄率拉动， 本文也为降低城镇储蓄率提

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表 ５　 分城乡：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城镇 农村

（１） （２）

女性议价能力
－ ０􀆰 ３４７∗∗∗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９

（０􀆰 １７２）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３７􀆰 ４２４∗∗∗

（２􀆰 ２５１）
－ ３３􀆰 ４０８∗∗∗

（５􀆰 ９８７）

样本量 ４９５６６ １１２０８

Ｒ２ ０􀆰 ４５０ ０􀆰 ３５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 按照区域分类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地区层面上存在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文化观念、 消费储蓄习惯的差异，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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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样本按照所在省份划分为东部、 中部、 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分析女性议价能力对

家庭储蓄的异质性影响。 表 ６ 结果显示仅在东部地区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有显著

的挤出效应， 其他三个地区女性议价能力对储蓄的影响为负， 但均不显著。 这是由于

东部地区的文化观念以及经济发达程度使女性在家庭决策上有较强的话语权， 较强的

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表 ６　 分区域：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 （２） （３） （４）

女性议价能力
－ ０􀆰 ２３９
（０􀆰 ３１２）

－ ０􀆰 ４０２∗∗∗

（０􀆰 １１７）
－ ０􀆰 ０８１
（０􀆰 １３１）

－ ０􀆰 １７７
（０􀆰 １３６）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４２􀆰 ０２５∗∗∗

（７􀆰 １４８）
－ ３０􀆰 ８２８∗∗∗

（２􀆰 ５３２）
－ ４３􀆰 ４０９∗∗∗

（４􀆰 ７０７）
－ ４３􀆰 ６７６∗∗∗

（３􀆰 ４４６）

样本量 ３９５２ ３０５１３ １２９８０ １３３２９

Ｒ２ ０􀆰 ３７２ ０􀆰 ４１８ ０􀆰 ４１６ ０􀆰 ４４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３􀆰 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类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已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家庭储蓄行为， 本文将家庭中女性的受教育

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 高中和大学及以上三类。 表 ７ 的回归结果显示， 在妻子受教育

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中， 女性议价能力对储蓄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但在妻子受教

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中， 女性议价能力的储蓄挤出效应显著。 这说明随着受教

育年限逐渐增加，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挤出效应逐渐增强。 究其原因， 女

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可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 并更愿意接受

两性平等的性别观念 （王鹏、 吴愈晓， ２０１９）。 由传统的 “男尊女卑” 到现代 “两性

平等” 性别观念的转变会增加女性在家庭中占有的经济资源， 从而有助于提高其在家

庭决策中的话语权 （薛琪薪、 章志敏， ２０１９）。 话语权的提高可以强化女性议价能力对

家庭储蓄规模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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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分受教育程度：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及以上

（１） （２） （３）

女性议价能力
－ ０􀆰 １３７
（０􀆰 ０９６）

－ ０􀆰 ２７４∗

（０􀆰 １４５）
－ ０􀆰 ６２４∗∗

（０􀆰 ２７２）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４１􀆰 ５９５∗∗∗

（３􀆰 ０３２）
－ ３７􀆰 ９０７∗∗∗

（３􀆰 ６５７）
－ ２８􀆰 ４６４∗∗∗

（６􀆰 ２１７）

样本量 ３４５０４ １９８８９ ６３８１

Ｒ２ ０􀆰 ４５７ ０􀆰 ４４２ ０􀆰 ４９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４􀆰 按照收入阶层分类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家庭储蓄规模和家庭收入密不可分， 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女性议价能力以

及家庭储蓄决策存在差异。 因此本文按照家庭总收入的 １ ／ ３、 ２ ／ ３ 分位点分成低收入、

中等收入以及高收入家庭。 表 ８ 结果显示， 女性议价能力仅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

储蓄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高收入家庭储蓄的挤出效应是低收入家庭的 １􀆰 ３０ 倍；

对中等收入阶层家庭的储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和

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 也更支持非传统的性别观念 （薛琪薪、 章志敏， ２０１９）， 因

此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挤出效应更强。 女性议价能力对高收入水平家庭显

著的挤出效应也说明提高女性议价能力的必要性。

表 ８　 分收入阶层：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１） （２） （３）

女性议价能力
－ ０􀆰 ２５１∗∗

（０􀆰 １１８）
－ ０􀆰 ２４８
（０􀆰 １７８）

－ ０􀆰 ３２７∗∗

（０􀆰 １３５）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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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１） （２） （３）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３２􀆰 ５１２∗∗∗

（４􀆰 ０９３）
－ ６６􀆰 ５９５∗∗∗

（４􀆰 ８４３）
－ １６􀆰 ３１１∗∗∗

（２􀆰 ８４７）

样本量 ２０２７９ ２０２５２ ２０２４３

Ｒ２ ０􀆰 ４００ ０􀆰 ２９５ ０􀆰 ２５８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六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机制

已有研究认为女性被社会保障政策边缘化 （ Ｓｅｇｕｉｎｏ ＆ Ｆｌｏｒｏ， ２００３）、 收入较低、
抵御风险能力差， 因此女性更倾向于预防性储蓄。 伴随着女性力量的崛起， 越来越多

的女性获得了更高质量的教育、 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并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预防

性储蓄动机明显减弱。 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对家庭的决策结构产生了冲击。 本部分从

教育支出、 社会网络以及移动支付三个角度阐释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对家庭储蓄规模

的挤出效应。
（一） 增加教育支出

传统社会文化赋予女性角色 “利他” 的特性。 基于家庭人力资本理论， 女性更倾

向于增加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 换言之， 妻子和丈夫的消费支出偏好存在明显差异：
相比男性， 女性更倾向于购买家庭公共品， 如食品、 教育； 而男性则倾向于购买个人

偏好产品， 如烟、 酒。 在一些地区， 女性的决策权和入学率存在正向关系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 ＆
Ｍａｒｔｅｌｅｔｏ， ２０１７； Ｌｕｚ ＆ Ａｇａｄｊａｎｉａｎ， ２０１５）。 Ｑｕｉｓｕｍｂｉｎｇ ＆ Ｍａｌｕｃｃｉｏ （２００３） 利用结婚

时的人力资本和个人资产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 发现在孟加拉国和南非女性

婚前资产的增加对家庭的教育支出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妻子控制收入 （总收入或非劳

动收入） 的家庭， 用于人力资本 （家庭服务、 保健和教育） 以及休闲 （娱乐和仪式）
物品的家庭消费支出远高于由丈夫控制收入的家庭 （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９９３）。 易行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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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在研究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决定因素时发现， 女性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

大于其配偶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Ｒａｎｇｅｌ （２００６） 将延长赡养费权利作为巴西女性议价

能力增加的外生因素， 发现女性决策权会影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 李婧和许晨辰

（２０２０） 在研究家庭规划对储蓄的影响时发现，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育儿教育支出对家

庭储蓄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 因此， 女性议价能力通过增加教育支出进而影响家庭储

蓄规模。
表 ９ 为教育支出机制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当考虑了家庭教育支出后， 女性议

价能力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 家庭储蓄规模降低 ０􀆰 ２０５％ ， 且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因

此， 家庭教育支出是女性议价能力影响家庭储蓄规模的机制之一。

表 ９　 女性议价能力、 教育支出与家庭储蓄规模

家庭储蓄规模 教育支出 家庭储蓄规模

（１） （２） （３）

女性议价能力
－ ０􀆰 ２７１∗∗∗

（０􀆰 ０７１）
０􀆰 ３２８∗∗∗

（０􀆰 ０５８）
－ ０􀆰 ２０５∗∗∗

（０􀆰 ０７３）

教育支出
－ ０􀆰 ２０３∗∗∗

（０􀆰 ００７）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３６􀆰 ５２１∗∗∗

（２􀆰 １２５）
－ ４０􀆰 ８３１∗∗∗

（３􀆰 ０３９）
－ ４４􀆰 ８１２∗∗∗

（２􀆰 ４１３）

样本量 ６０７７４ ６０７７４ ６０７７４

Ｒ２ ０􀆰 ４２４ ０􀆰 ３６９ ０􀆰 ４４２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强化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是促进互惠而协调行动的信任、 规范和网络。 社会资本之所以受到关注，
是因为其强调了经济主体之间的参与、 合作和信任在克服社会困境和生产社会福利最

大化公共产品方面的重要性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ｏｒｏｕ， ２０１１）。 性别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表明， 男

性和女性自幼年时期开始就拥有不同的人际关系， 成年后的社交网络也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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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华等， ２０２０）。 Ａｄｄｉｓ ＆ Ｊｏｘｈｅ （２０１７） 使用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意大利调查数据评

估了性别和年龄在社会资本生命周期积累方面的差异。 回归分析表明， 男性和女性在

生命周期中的社会资本积累存在差异： 男性在各个年龄段都积累更多社会资本， 且受

教育程度、 劳动参与均能显著增加社会资本。 此外，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男女社会资本的

差异逐步缩小。 同时意大利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就业

率持续上升。 这些结构性变化增加了女性有偿工作的社会资本， 并使女性和男性的社

会网络更加相似。 在关于社会资本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个人或家庭的客观特征， 如收

入、 受教育程度、 年龄、 劳动参与以及主观因素如主观经济地位， 均对社会资本产生

显著影响。 换言之， 当女性议价能力上升时， 其掌握的资源会扩大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消除不确定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在合同制度不健全、 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预防性储蓄假说

认为， 个体可以依靠亲密的朋友或亲戚形成的社会保险机制获得礼物交换和非正规借

贷， 从而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 因此， 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越广泛， 越能抵御不确

定风险带来的负面冲击， 家庭预防性储蓄随之减少。 相应地， 个体的社会网络越小， 则

预防性储蓄规模越高。 易行健等 （２０１２） 使用礼金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 发现

发达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家庭储蓄率， 该影响在低收入水平家庭最为显著。

因此， 为研究女性议价能力是否通过扩大社会网络影响家庭储蓄规模， 本文参考

杨阳等 （２０１８） 研究方法， 使用红白喜事支出和收入之和的对数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

变量进行机制分析。 表 １０ 第 （２） 列显示， 提高女性议价能力可以扩大社会网络。 第

（３）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 当考虑了社会网络后， 女性议价能力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 家

庭储蓄规模降低 ０􀆰 ２７２％ ， 且回归系数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因此， 社会网络也是女

性议价能力影响家庭储蓄规模的机制之一。

表 １０　 女性议价能力、 社会网络与家庭储蓄规模

家庭储蓄规模 社会网络 家庭储蓄规模

（１） （２） （３）

女性议价能力
－ ０􀆰 ２７１∗∗∗

（０􀆰 ０７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２）
－ ０􀆰 ２７２∗∗∗

（０􀆰 ０７１）

社会网络
－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６）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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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家庭储蓄规模 社会网络 家庭储蓄规模

（１） （２） （３）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３６􀆰 ５２１∗∗∗

（２􀆰 １２５）
－ １２􀆰 ７０１∗∗∗

（１􀆰 ４６０）
－ ３７􀆰 ５４５∗∗∗

（２􀆰 １４４）

样本量 ６０７７４ ６０７７４ ６０７７４

Ｒ２ ０􀆰 ４２４ ０􀆰 ２４４ ０􀆰 ４２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提高移动支付使用概率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移动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 金融科技在中国

迅速崛起。 在此基础上， 支付方式也由传统现金支付向移动虚拟货币支付演进。 移动

支付安全便捷、 交易成本低等特性会诱导消费者丧失自制力， 产生货币幻觉。 货币幻

觉是指相较于使用现金支付的消费者， 使用移动支付方式的消费者更不易感受到货币

的流失， 从而使消费者享受当期消费、 降低当期储蓄。 与此同时， 随着数字金融的深

入发展， 消费者浏览过的信息和交易情况可以作为一种宝贵的数字资源。 通过对其进

行探索和研究可以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并对其消费行为进行预测， 从而在消费者感

兴趣的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推送。 这也会诱使消费者丧失自制力， 增加当期消费。
综上所述， 移动支付对于家庭消费储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安全便捷的

支付方式解决了现金支付交易成本高的弊端， 从而促进消费、 降低储蓄； 二是支付平

台的算法实现了精准推送， 增强了消费者的体验感。 尤其如蚂蚁花呗、 京东白条等消

费信贷产品的出现， 超前消费、 非理性消费的行为日益增多导致储蓄减少。 电子商务

兴起后， 女性的购物热情逐渐从线下转移至线上， 其中场景化的移动支付发挥了不可

或缺的作用。 刘向东和张舒 （２０１９） 的研究说明了在支付方式由现金支付变为移动支

付后， 女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发生显著改变： 消费金额增加 ２４􀆰 ４７％ ， 消费频率提升

１５􀆰 ６２％ ； 男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无明显变化。 因此， 当女性地位提高、 在家庭中拥有

更多的独立决策权时， 女性议价能力可以通过增加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储蓄。
鉴于仅有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ＣＨＦＳ 问卷询问了是否使用支付宝、 微信、 京东钱包、

手机银行等支付方式， 参考尹志超等 （２０２２） 关于移动支付的定义方式， 本文使用

·５７·

邹　 薇　 尹文玺： 女性议价能力与家庭储蓄行为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移动支付的机制作用。 表 １１ 第 （２） 列的估计结果显

示， 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增加了使用移动支付的概率， 且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第

（３） 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将移动支付纳入模型后， 女性议价能力每提高 １ 个百分

点， 家庭储蓄规模降低 ０􀆰 ２７６％ ， 且回归系数仍在 １％ 统计水平上显著。 因此， 女性议

价能力提高会通过更多地使用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储蓄规模。

表 １１　 女性议价能力、 移动支付与家庭储蓄规模

家庭储蓄规模 移动支付 家庭储蓄规模

（１） （２） （３）

女性议价能力
－ ０􀆰 ２９８∗∗∗

（０􀆰 ０９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８）
－ ０􀆰 ２７６∗∗∗

（０􀆰 ０９３）

移动支付
－ ０􀆰 ７０７∗∗∗

（０􀆰 ０７２）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４１􀆰 ７６５∗∗∗

（３􀆰 ９２２）
０􀆰 ６２４∗∗∗

（０􀆰 ２４３）
－ ４１􀆰 １２８∗∗∗

（３􀆰 ８０９）

样本量 ３４７１６ ３４７１６ ３４７１６

Ｒ２ ０􀆰 ４１０ ０􀆰 ４４９ ０􀆰 ４１２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增强女性权能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在中国高储蓄率、 消费需求不足的背

景下， 以家庭内部权力不平等为切入点， 基于 ＣＨＦＳ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五期非平衡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了女性议价能力提升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 （ ＩＶ） 解

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同时从教育支出、 社会网络、 移动支付三个角度分析了女性

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机制， 丰富了家庭储蓄的相关研究。 本文主要结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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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女性议价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家庭的总体储蓄规模； 女性议价能力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家庭储蓄规模降低 ０􀆰 ２７１％ 。 改变女性议价能力等核心变量定义后， 估计结

果依然稳健。 异质性分析发现， 女性议价能力的家庭储蓄挤出效应在城乡、 区域、 妻

子受教育程度、 收入阶层间具有明显差异。 女性议价能力对城市家庭、 东部地区家庭

的储蓄挤出效应显著； 对妻子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家庭储蓄的挤出效应显著； 相

比于中等收入家庭， 女性议价能力显著减少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储蓄规模。 进一步

分析显示， 女性议价能力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支出、 强化社会网络以及提高移动支付使

用概率对家庭储蓄产生负向影响。
（二） 建议

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有利于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支出、 强化社会网络以及提高移

动支付使用概率进而降低家庭储蓄规模。 这意味着在社会再分配中， 将资源向女性

倾斜不仅能够提高家庭福祉、 推动家庭消费， 更重要的是发挥了女性在经济发展中

的基础性作用， 使资源利用更有效率。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 进

一步提高女性地位， 发挥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 提高女性地位可以

促进经济发展， 而就业和教育是女性参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 通过

增加女性收入提升家庭和社会地位， 为女性提供更为平等的就业机会， 妥善解决女性

面临的生育和就业难题。 与此同时， 夯实男女同工同酬的制度基础， 缩小性别工资差

距， 努力减少和消除对女性的就业歧视。 另一方面， 提高受教育程度可以强化人力资

本， 改善女性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地位。 让女性享有同男性相等的受教育权， 既是女

性得以发展的根本前提， 也是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保障。 其次， 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

力量不容小觑， 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刺激需求的公共政策时要关注性别差异， 多措并

举让女性能够平等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形成提高女性地位和经济发展双向促进

的良性循环。
（三） 不足与展望

受数据限制， 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 虽然本文使用的女性议价能力代

理变量在国内外相关文献中被广泛使用， 但仍然无法全面反映女性的权力状况。 女性

议价能力是一个多侧面、 多维度的变量， 未来在度量女性议价能力方面可以进一步探

索。 第二， 在研究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机制时， 本文仅从教育支出、
社会网络以及移动支付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 并不能涵盖全部作用机制。 但

总体来看， 为女性赋权可以降低家庭储蓄规模， 这对提高女性地位、 改变中国高储蓄

率现状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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